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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微观层面，从区域协同角度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依据协同论和创新网络等理论，基于基础、主体、要素、载体、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分析框架，研究京津冀协同创新基础，从主体合作、要素流动、载体共建、产业协同等方面系统分析京津冀协同创新进展与成效；在此基础上，探讨京津冀协同创新面临的困境及问题，包括创新基础有待改善、主体合作仍需加强、要素流动与共享程度不够、载体共建能力还需提升、产业协同水平亟待提升等；最后，提出“夯实创新基础—强化协同合作—加快共享互通—加大共建力度—优化产业布局”的协同创新发展路径，为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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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of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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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middle and micro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synergy theory and innovation network theory,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ndation, subject, element, carrier and industry,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he found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studied, and the progr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subject cooperation, factor flow, carrier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On this basis, it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aced by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clude that the innovation found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ubject cooperation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degree of factor flow and sharing is not enough, the carrier construction capac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Finally,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th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accelerating sharing and interoperability- increasing joint construction efforts- optimizing industrial layout" is propos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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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根据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达，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GDP）高达96 356亿元，占全国GDP（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比重达到8.4%【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的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区域科技水平领先，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众多，高层次人才密集，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创新产出丰富。然而，在传统的行政区划体制下，京津冀内部创新要素分布不均衡，创新资源流动性低，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地区发展。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之一。实现协同创新有利于加快京津冀三地创新要素流动，共享创新资源与成果，缩小三地差异，促进京津冀更好地协同发展。因此，京津冀亟须从主体合作、要素流动、载体共建、产业协同等层面探究协同创新路径，提升协同创新水平，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理论基础

协同论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普遍规律，由物理学家赫尔曼提出。协同效应是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应，是协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各个系统均存在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其形成有序结构的内在驱动力。系统通过协同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从无序变成有序，达到某种稳定状态。战略管理之父安索夫最早把协同论应用到经济学方面，提出了合作的蚁团效应，之后协同理论的内涵逐渐扩大。
1991年，经济学家弗里曼[1]首次提出了“创新网络”的概念，认为创新网络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以此来应对系统性创新，网络构架的基本联接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区域创新网络是由政府、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多种主体协同创新而形成的创新网络。完整的区域创新网络包括网络结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连接结点的关系链、创新资源（知识、人力、资本等）和创新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物质环境等）[2]。区域创新网络能够实现各类创新资源更快速地转移、扩散和创新，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保持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推动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3]。目前，区域创新网络理论已经形成4个共同特征，一是重视网络内协作交流，二是主张网络需要根植于本地才能推动创新，三是网络具有稳定性和开放性，四是强调网络与环境的依存性。
1.2  分析框架

学者从不同视角开展京津冀协同创新研究。一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总体情况研究，包括现状、指数测算、问题困难、政策建议等，如鲁继通[4]的研究。在协同水平上，有学者认为京津冀三地协同程度较好，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如祝尔娟等[5]的研究，但一个统一的结论被普遍认可，即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持续提升[6]；在面临问题和困境方面，程恩富等[7]认为京津冀协同存在“大树底下不长草”与虹吸现象并存、缺乏协同管理机制等难题；在政策建议方面，孙久文等[8]提出制定统一规划、创新区域公共服务和财税政策等建议。二是基于不同领域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研究，包括科技、金融、交通、生态环境、医药、教育、体育。在科技领域，叶堂林等[9]认为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态势良好，创新指数呈上升态势；在金融领域，康书生等[10]认为京津金融发展的协同程度明显高于京冀和津冀地区；在生态环境领域，王喆等[11]认为未形成统一的资源管理体制等问题制约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在交通领域，孙钰等[12]认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三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与其他主题研究，包括与雄安新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与产业分工和与国家空间治理等。如雄安新区建设方面，张可云[13]认为雄安新区的建立能够优化京津冀内部发展格局。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相关问题，而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区域协同角度分析相关问题的研究更为缺乏。
本研究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的要义、协同论和创新网络等理论，依据创新网络理论基本架构，从区域协同角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创新基础是区域协同创新的根本，包括政策法规、体制机制、区域发展水平等。主体合作是核心，协同创新的主体主要涉及高校、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等，主体间相互协同合作构成复杂的网络结构，推动各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要素流动是关键，各主体相互合作促进了知识、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与共享，形成区域协同创新网络。载体共建是表现形式，要素流动与共享需要载体为依托，包括研究载体，如研究中心、实验室等；应用载体，如产业园、科技园、基地等；服务载体，如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网络平台等。产业协同是重点，在良好的创新基础下，各主体互相合作，要素自由流动，共建各种载体，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等多链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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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京津冀协同创新分析框架

2  京津冀协同创新基础、进展与成效

2.1  京津冀协同创新基础

2.1.1  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4年，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加速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协议书》等政策不断出台，政策力度逐渐加大。2020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明确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十四五”规划也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其“十四五”期间的主要目标之一。

2.1.2  体制机制差异明显

京津冀区域内行政层级差距大。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国家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地位高；天津是直辖市，是国家中心城市、北方和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和国际性航运物流中心；河北虽然也属于省级行政区域，但是并非经济强省，省会石家庄也不是副省级城市，下辖的11个地级市经济发展也未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北京处于主导地位，是规划者和决策者，具有最高的优先发展级，天津和河北相对处于弱势地位，更多强调服务，对津冀来说，“优先考虑北京”成为一种义务和责任。
2.1.3  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近年来，京津冀经济持续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0 681.3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96 356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63%；三次产业构成由2014年的5.9∶34.9∶59.2调整为2021年4.5∶30.6∶64.9【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一二产比重明显下降、三产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1.4  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加大

京津冀三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京津冀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2014年的442.0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666.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0%；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从2014年的2 046.6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3 446.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07%【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处于较高增长水平。
2.2  京津冀协同创新进展与成效

2.2.1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从2014年到2021年，京津冀专利申请量从231 533件增长到504 310件，年均增速达到11.8%；发明专利申请数由109 852件增长至212 901件，年均增长率为9.9%，占全国比重略有增长，从12.9%增加到14.9%【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输出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由3 555.0亿元上升到9 009.8亿元，年均增速为14.2%。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从2014年的4 015.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 147.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0.54%【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

2.2.2  主体协同与合作持续加强
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主体，三地政府部门合作能够引导区域协同创新的方向，支持和保障协同创新的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够引领创新，创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能够提高协同创新效率，加速区域协同创新进程。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京津冀地区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积极加强合作，签订各种合作协议，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在政府之间合作方面，三地政府部门先后在教育、文化、农业、司法行政、卫生、养老、科技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如，在政校合作上，河北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签订共建涿州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协议；在政企合作上，张家口市与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校校合作上，天津大学和河北工程大学签署了协同发展合作协议等。三地创新主体协同与合作成效明显，从2014年到2020年，京津冀合作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从568件增加到900件，合作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从48件增加到59件，合作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从82篇增加到118篇，线上线下举办的合作交流会议/论坛数从3个增加到116个【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
2.2.3  要素流动与共享显著加快

加快要素流动，实现资源共享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人才要素流动上，三地人社部门通过明确人才职称互认范围、简化人才职称互认方式等措施，打破人才流动壁垒，提升三地人才流动便利度[14]；2014年起共同举办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七届，针对不同的行业还建立了京津冀板栗产业协同创新人才交流共享平台、京津冀软件人才培养平台等；此外，还举办了京津冀区域人才交流系列洽谈活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首次交流活动（京津冀专场）等活动，加速三地人才交流与合作。三地互派管理干部挂职是促进人才流动的有效手段。2015年京冀联合出台了《关于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推进京冀干部人才双向挂职的意见》，着力构建融得进、挂得住、干得好的长效机制。目前，京津冀已开展多批互派干部挂职工作，而且选派的挂职干部职务层级更高、范围更广、行业领域更宽、年龄结构更合理。在技术要素流动上，三地产权交易机构于2014年7月成立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旨在建立京津冀统一、开放的产权市场体系和要素市场体系，加速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北京输出到外省区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4年的1 722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4 347.7亿元，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4.1%；天津输出到外省区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4年的151.15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962.91亿元，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率超过30%，达到30.3%【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在资本要素流动上，京津冀积极跨区域设立企业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比如北京中关村企业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数量持续增长，中关村企业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数量从2014年的4 392家增加到2020年的8 600家，目前已达到9 100多家【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整体来看，三地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要素流动均呈向好状态，要素流动与共享程度显著提升。
2.2.4  载体协同与共建成效显著

2014年起，京津冀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创新链，通过共建园区、基地、产业联盟、高校、科研院所和平台等方式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一是载体数量持续增加。从2014年到2020年，京津冀共建科技（产业）园区和基地数量从15个增加到44个；共建产业联盟从6个增加到123个；共建高校和科研院所从10个增长到47个；共建研究中心、实验室等协同创新平台数量从3个增加到70个【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二是载体形式不断丰富。在共建联盟上，积极共建各类联盟，包括产业联盟，如京津冀石墨烯产业联盟等；技术联盟，如京津冀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创新联盟等；学科联盟，如京津冀高校商科类协同创新联盟等。在共建平台上，积极致力于共建各类平台，包括协同创新平台，如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等；现代制造业平台，如京津州河科技产业园等；服务业平台，如廊坊永清国际商贸城等。三是载体涵盖领域不断扩大，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科技服务、医疗健康、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农业、文化、交通、教育、金融等多方面。
2.2.5  产业协同与融合能力增强

京津冀三地在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科技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各有所长，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的协同发展潜力巨大。在顶层设计与规划统筹上，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发挥中关村节能环保技术优势 推进京津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2020－2022年）》《2022年度京津冀制造业产业链对接工作方案》等，目前三地工信部门正在联合编制《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规划（2021－2025年）》。在工业互联网领域，三地经信部门密切合作，签署了《打造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合作协议》，建立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和“2+4+N”的合作格局；还积极举办各种产业链对接活动，如京津冀物联网产业对接活动、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应急产业对接活动等，不断强化重点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跨区域产业活动和创新活跃度显著提升，初步形成了“北京疏解、津冀承接，北京研发、津冀转化”的产业协同创新格局。

3  京津冀协同创新面临困境及问题

3.1  创新基础有待改善

3.1.1  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政策梯度差异较大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国家及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在环境污染、交通、医药产业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但这些政策分布较为零散，涉及的领域也不够全面，未形成完善、系统的政策体系，不利于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发展；此外，区域内政策梯度差异较大，京津与河北在科技、人才、税收、金融等领域的政策存在明显差距，使得创新要素向京津集聚，进一步阻碍了三地的协同创新发展。

3.1.2  缺乏较为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利益表达和诉求上，三地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相比于津冀，北京能够优先表达其利益诉求，例如，2014年6月，我国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全部16位成员中有15位北京的专家，而河北没有专家入选专家委员会。在利益分配及保障机制上，河北在京津冀协同中更多的是强调服务，而不是协同合作，在利益分配及保障上牺牲较多。在生态补偿上，京津对于河北的补偿近几年才刚开始，而且补偿金额较小、数量较少，比如，天津市每年给予承德调水的经济补偿仅为两千多万元[15]。
3.1.3  未建立起高效的区域协调机制

目前，虽然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相继成立了一系列的领导小组，建立了一些会商制度，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但是合作多停留在务虚层面，在实际执行上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受制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各地政府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决策，忽视区域整体利益，致使一系列合作协议和规划难以开展，各个领导小组和协同发展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其协同作用，高效、完善、健全的区域协调机制尚未形成。悬殊的行政层级差距使得三地在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优先发展级，各地政府协调调动资源的实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区域协同创新存在体制性障碍，作为三地中最弱势的行政区划，多年来河北作出的牺牲更是巨大，显然，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影响三地协同创新的步伐。
3.1.4  区域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已经形成两级明显分化的非均衡发展态势。2021年，京津冀13个城市中，只有北京一个城市的GDP超过4万亿元，达到40 269.6亿元，GDP在1万亿元～2万亿元之间也只有天津一个城市，达到15 695.0亿元，其他11城市的GDP均在9 000亿元以内【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相差悬殊。二是城市规模差距过大，结构上严重失衡。2021年，北京的常住人口超过2 000万人【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远高于其他城市。三地城市规模结构没有形成合理的梯度，周边地区的小城市群发展相对封闭，没有能力承接来自北京的产业扩散和转移，两者发展相互脱节，差距逐渐扩大。三是创新投入差距过大，影响协同效果。2020年，北京R&D经费支出达到2 326.6亿元，是天津的3.8倍、河北的3.7倍；R&D人员为47.3万人，是天津的3.5倍【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创新的溢出具有明显的“富人俱乐部”效应，即复杂网络中富节点倾向于与富节点连接，创新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需要区域间创新水平差距在适度的范围内[16]，然而，由于创新投入的巨大差距，三地的创新水平差异明显，这使得创新从京津地区向河北地区的传递过程中溢出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对三地实现高效的创新协同造成了阻碍。四是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京津冀三地公共资源配置明显失衡，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差距悬殊，京津地区的创新要素向河北转移的困难较大，严重阻碍了三地的协同创新发展。

3.2  主体合作仍需加强

3.2.1  竞争大于合作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是要求三地在协同合作中共同发展，然而三地在发展时存在重竞争、轻合作，竞争大于合作的现象。GDP的地方本位主义决定了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要大于合作关系。京津冀各地政府为了追求GDP，长期在发展上各自为政，在项目、市场、资源和发展上相互争夺，这种无序竞争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创新发展。因此，加强三地协同合作意识，避免无序竞争是提升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水平的必由之路。
3.2.2  协同合作层次较低，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
京津冀三地在环境、交通、医药等多方面均实现初步合作，但是协同合作中存在以下三点问题：一是以短期合作为主，缺乏长远规划。例如，京冀两地签订的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的实施年限为2018－2020年，三地虽然积极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但目前多是以3年为限的短期合作。二是合作层次较低。比如京津冀各地由于担心人才流失的现象，并未完全放开人才流动政策，人才交流主要以会议、论坛为主，各地人才联系较弱，合作层次低。三是合作以项目为主，未形成系统性合作。目前，三地的协同合作较为零散，主要以项目形式开展具体事项的合作，还未形成系统性、全方面的合作。
3.3  要素流动与共享程度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过程中曾指出:“要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17]【失范引用。国家领导人讲话的引用，应首选引用国家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文献】目前，京津冀创新资源分布很不平衡，三地创新要素高度集中在北京，北京的虹吸现象明显，京津地区尤其是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河北的发展要素单向吸附，创新要素流动存在各种障碍，这极不利于三地协同创新发展。三地创新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不高。京津冀创新资源丰富，然而由于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行政壁垒的限制，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不高，逐渐成为三地协同创新发展的掣肘因素。2021年，北京流向外省区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为4 347.7亿元，其中流向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为350.4亿元，占比仅为8.1%，还不足1/10【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大部分在津冀地区以外转化，影响了北京对津冀的辐射引领。
3.4  载体共建能力还需提高

目前，京津冀共建载体积极性较高，但还存在以下三点问题：一是载体规模有待提高。在共建的各种载体中，部分载体主要是依托具体项目，而不是整体考虑双方的创新能力、全面整合其创新资源，这使得中小型载体占比较大、大型载体占比较少，总体的载体规模偏小。二是载体分布很不均衡。京津冀三地共建载体多集中在北京，区域分布不均衡，比如，从共建联盟成立的地区来看，北京占46%、河北占33%、天津占18%、山东占3%【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载体的行业分布也不均衡，比如，从共建联盟的领域分布来看，科研教育类联盟最多，占总量的17%，其次是医学和医药领域，占总量的14%【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农业、生态环境、旅游等领域的联盟也较多，其他占比较小。三是载体的培育能力还需提升。社会各界对共建载体关注度较高，而对载体之后的运行和发展情况关注较少；而且，载体共建还存在重量轻质，载体目标与定位不够明确，发展规划不够清晰，运行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缺乏有效的考核监督机制等问题，这些都影响了载体的培育和发展。

3.5  产业协同水平亟待提升
3.5.1  产业同质、同构化状况明显

产业发展上的各自为战和产业协作的同质竞争影响了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发展。经测算，京津冀三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从2014年的0.598下降到2020年的0.533【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三地专业化指数呈下降趋势，表明三地产业同构程度增大。产业同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因此，如何降低三地产业同构程度是促进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问题。
3.5.2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对接不充分
具体表现为：一是三地产业链链接不足，存在产业链环节缺失问题。在产业链条上，北京的优势在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天津的优势在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中端；河北的优势在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三地的产业分工初步形成，但未形成有效的产业对接和完整的产业链条。二是创新链链接不足。北京输出到津冀两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比较低，三地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与对接机制，产业配套衔接不足。三是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对接不充分。北京的创新结构与津冀的产业结构不够匹配，使得北京的创新链与津冀的产业链衔接不充分，津冀地区难以支撑和转化北京的创新成果，限制了三地协同创新水平的提升。
4  京津冀加强协同创新路径

针对京津冀协同创新面临的困境及问题，从创新基础、主体合作、要素共享、载体共建、产业协同5个维度提出“夯实创新基础—强化协同合作—加快共享互通—加大共建力度—优化产业布局”的协同创新发展路径。

4.1  夯实创新基础

4.1.1  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从国家层面出发，加强三地规划建设与总体规划之间的衔接，实现各地规划实施的联动与协调。二是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阶段性需求，坚持问题导向，不固化、僵化顶层设计，以动态顶层设计引领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识机制的形成。三是面向区域重大需求和重点领域，给予京津冀协同创新更多的政策支持，扩宽政策支持范围，提高政策落地效率，构建完善的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体系。

4.1.2  建立多领域、深层次、长效的协同创新机制
建立多主体参与、多领域、深层次、长效、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全面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在行政组织结构上，建立中央、省（直辖市）、地级市、区（县）四级区域协同机制；在产业协同上，建立区域间上下游产业联动机制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机制。

4.1.3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一是建立利益诉求机制。建立包括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高校等在内的多层次网络交流平台，确保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合理、及时、有效地表达其利益诉求。二是健全利益共享机制。跨区域的各利益相关方应在公平公正、互利共享等基础上开展合作交流，共同协商，积极拓宽利益共享新领域，探索多种利益共享新模式。三是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在生态方面围绕大气环境、水资源等方面建立相对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同时，对河北欠发达地区给予补偿，增强其发展接续产业的能力。
4.1.4  积极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打破区划限制

飞地经济模式能够打破区划限制，是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等合作和协调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是由地方政府牵头，围绕一些重点产业和领域签署飞地经济合作协议，建立飞地经济合作机制，解决现有难题。二是北京的龙头企业应充分利用其品牌效应，在津冀地区探索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飞地建厂不仅能突破其发展瓶颈，还能够带动“飞入地”的经济发展。三是由津冀地区划出一块土地，与北京共同出资或者北京单独投资开发建设。
4.1.5  加大创新投入
一是加大津冀财政科技投入，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全面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二是加大对石家庄、廊坊等次级创新节点的培育，缩小其与北京的创新差距，打造结构合理的区域创新网络体系，为京津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提供有效路径。三是通过后补助、税收扣除等多种手段鼓励京津冀企业尤其是津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4.2  强化协同合作

加强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核心和重点。一是以需求为导向，明确各创新主体的优势与不足，充分发挥政府的方向引领作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原始创新优势、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调动各创新主体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突出优势互补，建立多主体深度融合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二是重点发挥知名高校、大院大所和龙头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关键节点作用。大力支持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为代表的大院大所，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知名高校，以京东、百度、小米为代表的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协同创新网络，通过多种合作模式引领带动普通高校、中小企业等其他创新主体发展，以点带面完善京津冀协同创新网络。三是拓展合作形式和交流渠道。积极探索培训交流、技术咨询、联合攻关、共建共享等各种形式的合作模式，提高主体合作效率，为主体间充分互动和稳定合作提供有力支持。

4.3  加快共享互通
4.3.1  提高创新要素灵活性与流动性，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一是采用规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区域内创新要素扩散和配置机制，推动科技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创新资源在区域内实现合理、高效、自由配置。二是充分发挥京津冀共建中心、共建高校、共建联盟等的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提高创新要素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三是北京应加强辐射带动作用，积极鼓励其创新要素在京津冀区域内加速流动，同时津冀应充分发挥主动性，通过政策等各种手段主动吸引各种创新要素。

4.3.2  着力实现创新要素共享
一是京津冀要根据各地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特点，灵活使用多种资源整合和共享模式，创新资源共享方式，加速实现创新要素共享。二是三地要着力共建开放化的创新资源网络共享平台，实现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将三地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分类，建立分领域、多层次的创新资源网络共享平台，使得京津冀区域内不同部门、企业等创新主体均能够利用共享平台满足其创新需求。三是通过线上线下举办会议/论坛、合作论文、专利和项目等多种方式，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需求对接与合作交流，促进创新资源与成果共建共享。

4.3.3  加快三地互认互通工作
在医疗协同上，目前京津冀三地已经有一些互认医保定点机构和检测项目，应推动更多医院检测项目结果互认共享工作，扩大京津冀互认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在科技协同上，强化资质互通、技术规范与管理、项目联合申报、财税分享、科技成果奖励与共享等方面一致与互通，实现科技企业、产品、机构等资质的互认。在文化旅游上，鼓励京津冀推出文旅“一卡通”，让三地居民一卡在手就能游览京津冀区域内的所有的文化旅游景点，享受区域内文化旅游体验与服务。

4.4  加大共建力度

4.4.1  加大载体培育力度

一是政府应强化政策引导，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加强载体基础条件建设，为载体在人才、资金、基础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指导，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二是共建双方应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制定载体培育目标与计划，建立载体管理与运行机制和考核监督机制，不断提升载体运行管理水平、技术研发和服务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三是加大“高精尖”产业创新载体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影响力大、科技成果突出、经济效益明显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与装备等“高精尖”产业创新载体建设，有目的、有重点地培育载体。

4.4.2  优化载体结构与布局

一是优化载体结构。根据京津冀地区的战略需求，调整前沿科技、科技服务、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载体的数量，优化载体领域结构，充分发挥创新载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根据京津冀地区发展目标、定位和创新资源优势，构建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对于京津等载体密度较高的地区，要优化存量，做强增量，注重提升载体的规模与质量；对于河北等载体密度较低的地区，加大共建载体力度，兼顾数量与质量，以“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小而特”的原则共建创新载体。
4.5  优化产业布局

4.4.1  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格局

一是依靠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机构，对三地产业结构进行整体布置与规划，明晰各地产业目标与定位，实现产业优化与升级。二是河北应认真把握自身的功能定位，依托其独特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加强三地产业协作、配套和服务，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把发展潜力转化为后发优势，形成京津冀产业错位布局，实现区域优势互补。

4.4.2  完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链接机制
一是引导企业填补产业链、供应链欠缺环节。对于中试、小规模生产试验等，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政府对于被忽视的环节进行定向的扶持，例如对于中试可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二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产业链打通供应链，构建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创新共同体。确定不同阶段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重点产业，根据这些产业有重点地布局创新链，形成区域间明确分工、上中下游互相联动的产业链分工格局和创新格局。三是积极鼓励引导北京创新资源和成果在京津冀区域内的布局和应用转化。鼓励京津的高校、科研机构和知名企业在河北设立分校、分支机构等，围绕北京的原始创新优势，积极鼓励这些创新链对应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环节和相关企业在津冀建立相应的中试、孵化和生产基地。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津冀两地的发展定位、产业承接能力差距和其他现实条件，适合在天津成果转化的，应优先推动京津两地合作开发，在天津成果转化；对于一些在河北承接能力范围内、符合河北发展定位和方向的，优先考虑在河北实现成果孵化和产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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